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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向以现实主义精神著称，与超然物外的神话似乎无缘。这种缺乏深入具体考察的表面认识，

根本忽略了我国神话和神话思想发展的具体情况与特点。有些民族，如古代埃及和印度，宗教成为意识

形态中的支配力量，居于“主体文化”的地位。我国的情况则不同，从殷入周，注重人伦实用的史官文

化逐渐居于“主体文化”地位，成为上层建筑中的统治思想。自古流传下来的神话遭到肢解和排斥，只

能作为哲学家、政治家阐明其社会历史观点的佐证，而以零星片断的形态残存于古代典籍之中。因此，

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确实找不到一部类似古代埃及和印度那样的纯宗教神话典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

我国古代没有神话和神话学思想，如果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就会发现我国古代这方面的记录还是很丰

富的，即使是作为先秦时代现实主义文学代表的《诗经》也不例外。 

    《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作品起于公元前 11 世纪，止于公元前 7 世纪，但所涉及的内容

却远早于此，有的作品具有特定的宗教文化背景，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原始氏族社会。这就是说，我国

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的生活习俗、思想观念以及神话传说在《诗经》中都有所反映。不止于此，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原始宗教文化浓缩物的兴和兴象，其产生也以宗教生活和宗教神话观念为基础。作为

宗教神话升华的结晶，兴和兴象的潜在的神话学意义是十分明显的。除此之外，还应当特别提出的是，

殷末周初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嬗变的时代，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并在对于宗教神话的

认识上反映出来，从而产生了对于神话的新的观点、认识和见解。这些神话思想在《诗经》中留下了深

刻的痕迹。 

    所以，从总体上看，《诗经》对于神话学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神话学的潜在价值，神话

学的文献价值和神话思想价值。关于《诗经》的神话学潜在价值问题，笔者在拙著《兴的源起》（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中已有具体论述，囿于篇幅，就不再重复了。这里着重谈谈后两方面的问题。

《诗经》的神话学文献价值 

    对于神话学来说，《诗经》的文献资料价值是很突出的。在这方面，《诗经》具有两大优势，一是

如前所说，《诗经》虽然成书于东周时代，但作为一部搜集广泛的上古诗歌总集，却保存了原始时代和

奴隶制社会早期的思想观念、风俗人情以及神话传说等等。其中有不少材料直接取自民间，更是值得珍

惜。二、《诗经》是可以歌诵的诗歌作品，通过口耳相授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其内容和字句为人所共知，

难以篡改和作伪，因而能够更多地保持其原貌。在这一点上，与那些易遭篡改的先秦散文体文献相比，

《诗经》显得十分幸运。经秦火而不泯，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不能不说与它的这一优势有直接关

系。 

    有些神话内容在《诗经》之前的文献中根本没有记录，例如，具有重要意义的民族起源的神话就是



如此，而由《诗经》首先做了记录。“关于人类的初降，是最不容易阐明的，几乎所有的文献，没有提

出这件事。但是在《六经》之一的《诗》中，第一次大胆地提出此难题。在《诗》、《大雅》、《商颂》

中，显示了就汉族而言的人类出生的形态。在《诗》以前的原初期以来，虽有多种始祖降诞传说，但《诗》

将之一体化统合起来，使成为民族的诗性神话。”（注：栗原圭介（原始汉民族及神话式的世界观》。）

由此不难看出《诗经》记录神话的开创意义。 

    同样一则神话，几部古籍分别记录，《诗经》所记往往具有独特价值。《大雅·生民》不但是著名

的姜嫄弃子和后稷生而灵异神话的最早记录者，而且比其他文献的记载更加详细具体，更加接近于原貌，

因而也更加富于神话特征。例如，对于姜嫄临产，后稷出生的具体过程，敢于不加回避地直接进行描述，

反映了初民的质直和朴野。而后来的文献如《史记》记录这则神话虽也较详细，但对上述细节却不敢正

视，遮遮掩掩。对于姜嫄所以要抛弃这个新生婴儿，只是笼统地说“以为不祥”便转了笔锋。至于是什

么不祥，则未作任何说明和解释。这样一来，文字虽然“雅驯”了，但原始神话的色彩也大为减弱了。

可以想到，如果没有《大雅·生民》的最早记录，姜嫄与后稷的神话也许永远地沉埋于不可复现的远古

了。 

    除周民族始祖神话以外，商民族的图腾和始祖神话在《诗经》中也有记载。把《诗经·商颂·玄鸟》

与其他有关文献的记录相参照，便可以得到关于商民族始祖诞生的较为完整的神话。 

    《诗经》关于大禹的记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它的神话学文献的意义。 

    《诗经》中关于禹的记载很少，而且与后代文献所记绝然不同。关于大禹的神话，我们现在所知的

如大禹与其父鲧的关系，禹继舜位成为夏代开国君王等等，一律不见之于《诗经》，而全部是通过春秋

战国时代的文献，如《墨子》、《国语》、《左传》、《山海经》以及屈赋的记载而流传下来。至于春

秋时期以前禹是什么样子，有什么事迹，当然十分引人注意。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上述文献记载的性质，

而这对于评估神话学文献是很重要的，因而《诗经》记载也就尤其值得注意。例如《大雅·韩奕》：“奕

奕梁山，维禹甸之。”《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前者说大禹治山，后者说大禹治

水，仅仅限于改造山河，治理洪水，其他内容均无涉及：不但没说与夏朝的关系，而且连他的世系也不

清楚，既不知其父鲧和祖父颛顼，也不知其祖先为黄帝。殷周典籍《尚书》中关于禹的记载基本也是如

此，这可以证明《诗经》的记载确实可信。既然如此，那么春秋以后典籍关于禹的那些记载肯定不会是

信史，而只能属神话传说。这就是说，作为史学对象它们没有足够的品格，而作为神话学的对象却具备

了比较充分的条件。由此不难看出，作为神话学的重要文献，《诗经》在禹的神话传说方面虽然没有提

供什么资料，但却对鉴别禹的神话传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此外，《诗经》中搜集的那些具有遥远的宗教民俗背景的民歌，对于神话学也有重要价值。例如《周

南·汉广》就是这样的一首诗。它主要表现一名男子对于汉水江畔一位美丽女子的追慕，写得情真意切，

十分动人。鲁诗谓此女子即汉水女神，据此可知此诗是写人神恋爱，具有明显的人神恋爱的特征。中外

大量神话证明，神神恋爱、人神恋爱是神话时代十分普遍的现象。固然我们没有把握说这首诗就是这种

原始文化现象的直接写照，但在最低限度上肯定它曾受到这种文化现象的影响，具有其文化因子，因而

是一首具有明显神话色彩和特征的诗歌，确是有一定根据的（注：参阅拙作《离骚求女的寓意及其观念

基础》有关部分（《河北学刊》，1991.1.）。）。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各种因素的影响，原始神话很难全

部原封不动地按原来面貌保存下来，而经常发生“变异”，形成变态的神话即非原生神话。《诗经》中

以《周南·汉广》为代表的这类作品的存在，有助于我们透视原始神话的面貌和特点以及神话“变异”

的轨迹。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其中有很多作品比其他几部记录神话较多的典籍如《庄子》、

《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在时间上要早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与其他事物不同，对于神话来说，

记录时间的早晚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时间上，《诗经》与神话时代相距最近，记录又真实可靠，少遭篡

改。应当说，对于神话学文献来说这是很难得的。如果考虑到我国古代记录神话的典籍本来就不多的情

况，《诗经》就更加值得珍惜，那种认为《诗经》与神话学文献无缘的偏见应当加以彻底纠正。 

 

《诗经》的神话思想价值 

    由于《诗经》直接和间接地记录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神话的认识、观点和态度及其发展变化，时代神

话思想的发展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因而使它具有丰富的神话思想价值，并决定了它在中国神话思想

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人类的意识如同大海，包容精深，蕴含丰厚，在形式上则是仪态万方，变幻无穷，它的发展是一个十

分复杂的历史过程。为了把握这一过程及其本质，古今思想家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对它进行概括和解释。

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之一意大利思想家维科曾把这一历史过程分为三个时代（三个阶段）：神话时期的诸神

时代，实现自我理想的英雄时代和清醒把握历史的人的时代。奥古斯特·孔德也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对世界的神话思维和理解的宗教阶段，用抽象理性范畴和概念认识世界的形而上学阶段以及以现代科学认

识和思想结构模式为特征的实证阶段。孔德将他的这种划分称为“三阶段规律”。除以上所举之外，类似

的概括和划分还有不少，它们都为认识人类意识发展的历程及其特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当然，每一个时

代或阶段都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并且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若干具体的阶段和过程。在这方面第一个时代

即维科所说的诸神时代和孔德所说的宗教时代，尤其值得注意。事实上，这个时代内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

并不是单一的，而包括了神话和宗教（人为宗教）两方面的内容以及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化过程。但是，维

科和孔德都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而视其为一体，却没有深入分析它们之间的区别，更没有把握它们之间的

转化。实际上，这一转化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并广泛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各领域，如神的观念和人神关

系的更新，信仰主体的心理变化以及对于神话发展产生的影响等等。忽略这些内容，就很难对诸神或宗教

时代做出具体的描述。 

    神话与宗教具有共同的超自然的观念基础，二者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特别是原始神话与原始宗教之

间更是如此。在从原始宗教向阶级社会的人为宗教转变过程中，后者往往利用神话作为自身存在合理性的

证明和根据。这是因为“神话是宗教信仰和宗教态度的原始智力表达形式”（注：托马斯·F.奥戴《宗教

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75、51 页。）。当然，除了神话表达形式之外，宗教信仰

和宗教态度还有理性表达形式。非理性的表达形式是神话，理性的表达形式是神学。原始时代结束以后，

神话被用来论证神学是宗教史上司空见惯的事情。十分明显，宗教神学是神话时代以后很久的事情，由前

者到后者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个发展变化过程是奴隶时代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 

    夏朝是我国宗法奴隶制的初建时期，商朝和周朝则分别是它的发展和成熟时期。这三个时代同时也是

我国早期人为宗教的奠基时期。夏朝处于奠基的最初阶段，上面提到的转化过程中的各种变化应当有突出

的表现。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夏代缺乏文字记录，没有文献留下；商代虽有甲骨文，但记录过于简短，

且有些难于辨认，所以情况仍觉迷茫。只有周代，有典有册，把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化”比较具体地

记录了下来（有些属于间接记录）。当然，这个“转化”对于周代来说已经成为隔日黄花，时间相距很远，



但它毕竟是最初的记录，尚保持着童贞特征，从而获得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这批引人注目的原始文献

中，《诗经》又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诗经》在神话思想史上的最重要价值在于它具体展示了由神话向神学，由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的嬗

变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细节。 

    《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皇矣》和《大明》等五篇作品是反映周民族创业

开国历史的诗歌，号称五篇史诗。它们从周民族祖先的诞生写起，中经业绩的开创与发展，直到推翻纣王，

建立周朝，比较全面地叙述了自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周人的社会历史生活。它们在时间上跨度

很大，历时千年左右，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制社会两个大的历史阶段。这一点与其他民族的史诗相

比尤其显得突出。例如古希腊著名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其故事经历的时间不过十几年。由于

时间短，事件集中，未及经历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因而作品前后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基本上一致。《生民》

等五篇史诗恰恰相反，在十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周民族的社会历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相应地思想观念

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前后之间有很大不同。如果我们把这五篇作品所反映的历史顺序加以排列（即前边所

列顺序），就会明显看到：神话内容和原始宗教观念越来越淡泊，而人为宗教和奴隶主阶级的思想烙印则

越来越明显。排列在前的《生民》和《公刘》由于是后来所记，虽然也不能完全摆脱奴隶主阶级思想意识

的阴影，但却保留着原始神话的某些特征。诗中后稷和公刘的形象不同于后几篇作品中的尊神，而是对于

民族业绩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伟大英雄。他们（特别是后稷）的神异才能、超凡本领和显赫功绩实际上正

是原始周民族全体成员才能和智慧的集中概括，是这些内容的虚幻的神话反映。而在后三篇史诗即《緜》

《皇矣》和《大明》中，虽不排除人类童年艺术的某些特征，但更多的却是对于天命上帝和君王神威的宣

扬，因而具有明显的神学说教特色。所以，从观念意识发展的角度看，五篇史诗所组成的正是一个神话因

素递减，宗教神学因素递增，以至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系列。我国原始社会至奴隶制社会思想观念发

展的足迹在这个历史系列中尚依稀可见。其中关键的几步也有较为具体的反映。在这方面，《诗经》的神

话思想价值是其他古代典籍所望尘莫及的。 

    《生民》的神话特征，除了显而易见的荒诞神奇故事外，还有更深的表现，即生命形式的贯通。对于

神话和神话学来说，这一点比外在的故事形式更为重要。所谓生命形式的贯通，主要是说原始初民的主观

心态赋予客观物象以生命，使它们之间呈现出超常联系和神秘的浑融特征。在《生民》中，不仅仅是人、

神，即使是鸟兽、山林、寒冰，也都毫无例外地具有感知、欲望和意志，蕴含着郁勃的生命和活力。正是

这种生命和活力，使它们处于超经验的神秘联系之中，并共同组成了神奇虚幻的神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没有高低尊卑之分，人、神、鸟兽、山林可以各按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行事，其“权利”完全是平等的。人

可以为所欲为，把自己的初生婴儿抛弃！而鸟兽、山林也可以自行其是，不听人的指挥，把被弃的婴儿保

护起来，从而体现出自己的存在价值。神虽有自己的神威，但却有迹可寻，以致出现“履帝武敏歆”的现

象，绝不像后来的神那样的来无踪去无影的神秘，更没有后来那种“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皇矣》）

的君临万物之上的威严。诗中人与神、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平等关系以及天地界限的消失（也

就是人神共处）体现了生命形式的贯通，反映了原始初民“对生命一体化的一般感情”，也就是“自然的

或巫术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始感情”（注：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 117、127、129 页。）。这充分说

明，《生民》是诗人“站在原始人的心性上才将之写成巨篇的诗作”，是“集聚神秘的超自然的思考力”

（注：栗原圭介（原始汉民族及神话式的世界观》。）的成果。而史诗系列的后几篇则不同，它们不但不

具备“原始人的心性”和“神秘的超自然的思考力”，而且恰好相反，宗教说教充斥全篇，唯一的目的就

是维护周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具有强烈的狭隘功利主义特征。所以，诗中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生命形式



的贯通和“生命一体化”的感情。其具体表现就是不但天地之间界限清楚，而且人神之间等级森严，并且

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大明》一诗开头所写“明明在下，赫赫上”就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 

    上面所说的前后两种境界和观念，实际上反映着人类意识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前一种境界和观念即

生命形式的贯通和“生命一体化”的感情，实际上是原始社会人们观念中普遍存在的巫术交感，因为原始

人的自然观既不是纯理论，也不是纯实践，而是交感的。他们始终相信，人可与神交通并借助神的力量去

改变客观世界的面貌，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神就在人间，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近神，天上人间一体，

没有什么界限。很明显，这就是古人所说“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国语·楚语》）的观念和思维模式。

神话只能是这种观念和模式的产物。后一种境界和观念则是“民神杂糅”的状态结束之后，人类观念意识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时，人神分离，并且形成对立关系：上帝和神高高在上，人则匍匐其脚下，再也不

能随便靠巫术与神交通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绝地天通”（同上）即“绝地神与天神相通之道”。（《国

语·楚语韦昭注》）不但如此，从此以后神也有了明确的分工：“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

属民。”（《国语·楚语》）人与神之间，神与神之间各有分序，彼此不相干扰。至此，天上有天上的道

理和秩序，这就是天道；在地上，人间有人间的道理和秩序，这就是人道，即人间的伦理道德原则。从此

以后，“伦理的意义取代和接替了巫术的意义……人们不再靠巫术的力量而是靠正义的力量去寻求成接近

上帝”（注：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 117、127、129 页。）。相应地，在人们的观念中，人与其自

然环境之间再也不具有自然的亲族关系，人与动植物之间也不再具有血缘关系了。这一重大变化事实上正

是原始神话时代结束，“生命一体化”的交感巫术观念消失的必然结果。此后，随着奴隶制时代的来临，

体现人神对立，神主宰人的宗教观念便逐渐统治了人的灵魂，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这一点在史诗系列的

后几篇及《颂》、《大雅》中都有突出的反映。 

既然人们不再靠巫术而是靠伦理道德去接近上帝，那么完善的道德自然也就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并且会

在观念中反映出来，形成宗教神话观念的道德化。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倾向在我国古代比其他民族表现得

更为强烈，并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注：参阅拙作《论神话历史化思潮》（《南开学报》，1993.2.）。）。

在史诗系列的前三篇即《生民》、《公刘》和《緜》中，宗教神话观念还没有与伦理道德观念相牵连，表

现比较单纯，而在后两篇即《皇矣》和《大明》中，宗教神话观念道德化的倾向已经比较明显了。 

    在这两篇诗中，上帝和其他神话再也不是与人杂处并随心所欲地干出违背情理事情的神话人物，而是

高高在上君临人间的最高主宰和统治者。《皇矣》诗中的开头两句“皇矣上帝，临下有赫”十分清楚地说

明了这种变化。诗中的上帝和其他神除了具有神通广大威力无边一般的神话特征之外，还具有明显的非神

话因素，即伦理道德因素。例如“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皇矣》）是说殷王

失德，上帝也憎恨他，开始眷顾周人。于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上帝立周人有天下，并且江山巩

固，兴旺发达。天命之所以转移，上帝之所以立周人为天子，是因为周人自稷开始直到文王列祖列宗世世

代代有“明德”，是“帝迁明德”（同上）的结果。关于列祖列宗各有什么明德，诗中也有具体的叙述。

看来，这里支配上帝的动机和准则，再不是神话中常见的超越客观规律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而是

人间的伦常道德和行为准则，是“公平正义”的原则。所以，这里的上帝和神实际上仅仅一半是神，另一

半是人，即一半是超自然的神性，另一半则是伦理道德所体现的理性精神和经验真理，是彻头彻尾的人间

的东西。这就是说，从这时起，伦常道德已经成为上帝和神的内涵的必要构成部分。史诗系列对于上帝和

神话的描述充分展示了这一重要变化。 

    宗教神话观念与人间伦常道德的结合，对宗教神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帝观念由于道德的渗入而世



俗化，能够更好地尽其维护现存秩序的职能，因而更加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而对于神话来说，道德因素

的渗入则是厄运的开始，从它被道德化的那一天起，“原始神话遭到了一种新的力量、一种纯粹伦理力量

的攻击并且被战胜。”（注：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 117、127、129 页。）由神话的道德化而引发

的历史化，使神话逐渐向历史传说演变，正是中国神话遭蚕食和肢解，最后变得残缺不全的根本原因。从

此以后，在周人的观念中，具有鲜明功利特征的宗教被抬到越来越高的位置，而神话则逐渐销声匿迹，最

后，只剩下一个缺乏形象和神奇故事的孤零零的至上神高高地悬在空中。这个已经道德化了的主神是不能

成为诸神赖以衍生的中枢的。宗教观念与伦理道德的结合，既抑制了一切与之不相符合的理性思维的萌芽，

又窒息了神话的生命使之沦为神学的附庸，其结果是，在思想领域中只给上帝道德化的宗教留下了发展的

空间。 

    最后，史诗系列所反映的至上神的本质及其与祖先崇拜之间的关系也很明显，这对于认识我国古代神

话思想和宗教观念的发展很有意义。 

    神话和宗教发展的历史证明，作为宇宙最高主宰的至上神是世界各民族神话宗教中共通的现象。恩格

斯指出，“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65 页。），

因此，作为统一的至上神的出现不过是分散的各部族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的反映，是原始社会解体，奴隶

制国家开始形成时期的产物。但是，至上神的具体来源和途径，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却是各不相同的，这主

要与各民族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直接有关。有的学者试图寻找其共同点，例如宗教学家麦克

斯·缪勒等人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印欧语系中至上神的词根都与天有关，得出了它来源于天，是天的人格

化的结论。有的学者例如拉斐尔·毕达佐尼则主张，至上神的观念不是出于理智的需要，而是出于生存的

渴望，来源于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例如畜牧业和农业等。这些对于我们认识至上神的本质虽有一定的启

发，但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诗经》中的五篇史诗告诉我们，我国古代至上神的起源经历的是另一条完

全不同的道路。 

    统观五篇史诗，可以发现关于上帝的观念有明显的变化，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在后两篇史诗即《皇矣》

和《大明》中，上帝的概念才被大量使用，而在前三篇史诗中有两篇即《公刘》和《緜》中根本没有出现

上帝，《生民》中有两次使用上帝，但并不完全是至上神的意思。这两处上帝是：一处在第一章：“履帝

武敏歆”，一处在末章：“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前者是说姜嫄践踏了上帝的足迹而怀孕，

后者是说供品的香气上腾，上帝高兴地降临享受。这个“帝”，“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后稷的生父。当

然，在具体使用时这两种含义会有所偏重。不过从总体上看，至上神与生父乃至祖先意义的叠合，足以告

诉我们我国古代至上神起源的底里：至上神起源于祖先崇拜，是祖先神升华的结果（注：参阅拙作《祖先

崇拜与中国古代神话》（《天津社会科学》，1992.6.）。）。这一点可从甲骨文中得到证明：“帝”字最

早见于殷商，殷人称至上神为帝。据郭沫若考证，殷人所说的“帝”、“上帝”实际所指即高祖，帝又化

为帝俊、帝舜，帝喾，实即一人（注：详《青铜时代》，第 14 页。）。至于晚商称死去的先王为帝甲、帝

乙等，则是其祖先意义的推衍。 

    后来，随着宗教观念的发展，起源时至上神与祖先神合一的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至上神由于至高无

上面逐渐脱离祖先神，成为独立的尊神，“成了一种主宰一切的最高力量”（注：托马斯·F.奥戴《宗教

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75、51 页。）。从此以后，我国古代宗教中至上神才名符

其实，具有了实质性的意义。与此同时，祖先神也变得“志职化”，独享祖先崇拜的特权。不过，由于在

母胎中即与祖先神合而为一的历史经历，我国的至上神始终没有达到有些民族，如古代希伯莱人的至上二

神那样的高度。事实证明，祖先神的纠缠始终是向高度抽象发展的至上神身上的羁绊。这一方面削弱了至



上神的“纯洁性”和抽象性，另一方面也使祖先神更加神秘化。史诗系列和其他有关诗篇（也是《诗经》

中的诗篇）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大明》一诗中特别强调祖先神如何勤勉和小心翼翼地“服事上帝”，因而他也得到上帝的信

任，甚至可以与上帝直接对话。《皇矣》一诗中不只一次地出现“帝谓文王”，并详述上帝对他的嘱托，

这足以说明上帝是把他视为知己的。当殷人行为淫荡失德，失去上帝信任之际，便“乃眷西顾”，将大命

托付于周，命他统治天下：“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大明》）上帝是把文王作为自己的

代理人去统治人间的。不仅如此，在周人的观念中祖先的神灵就在上帝身旁：“文王在上，于昭于天……

在帝左右。”（《大雅·文王》）因此，在他们看来，接近文王或是效法文王的德就是接近上帝。正因为

这样，所以周人祭祀祖先时必祭上帝，祭祀上帝也必配祭祖先。“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颂·思文》）

祖先神似乎能够与上帝平起平坐。周人宗教观念中，至上神祖先神之间的这种若即若离关系为世界宗教史

所罕见，其影响巨大而深远。 

上帝观念与祖先观念的叠合，直接导致了神话与历史传说的衔接和融合，进而诱发了神话的历史化。 

    史诗系列由后稷诞生伪神话一直写到武王伐纣，代商而有天下，建立周朝，神话与历史直接相衔接，

十分明显地反映了周人关于历史起源的神秘观点。在后两篇史诗中，上帝更直接参与了周人的创业活动。

例如《皇矣》叙述太王按上帝的意志开辟歧山，创建根据地以及文王“顺帝之则”伐密伐崇，为子孙事业

打下了基础；《大明》叙述按照上帝的安排先王完成了婚姻大事，他们的婚姻都是“天作之合”，而武王

伐纣更是上帝“憎其式廓”，天命转移的结果。这里把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作为神的安排，把个人的行动说

成是神的意志的体现，神话和宗教由此不断地渗入历史，并与历史结合起来。十分明显，周人把巩固自己

统治的主观要求说成天意的体现，目的在于证明自己统治的神圣性与合理性，其狭隘功利特征非常明显。

周人的着眼点虽然在于政治，但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政治，而使神话宗教与历史相融合，最终诱发了神话

的历史化。当然，这几篇史诗还只是使历史与神话相衔接和融合，而不是把神话直接转变为历史，但是仅

此已足以证明天地一气，神人相通，神话与历史互渗。按照周人的这种逻辑，既然神能够参与和干预人间

事务，写下了轰轰烈烈的历史，那么焉知荒诞离奇的往昔神话没有事实的根据？所以，神话有历史的影子

这一神话学原理已经被奴隶制的思想家蒙胧地认识到，当然他们只能从宗教神学的推衍从反面得出这一认

识。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史诗系列还没有把神话历史化付诸实践，但是，它们所体现的观念却成为它出现

的基础和前提。 

    其实，上帝主宰历史的神意史观和天命观念早在西周之前就已出现，那么，为什么神话历史化却出现

在体现这种观念的《诗经》史诗系列之后，而不是更早些？其中原因除了其他条件（如历史意识的成熟等）

之外（注：参阅拙作《论神话历史化思潮》（《南开学报》，1993.2.）。），还在于一种理论或观念的成

熟，真正为人所接受还需要“实践”。像任何其他思想观念一样，神意史观也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当

它还仅仅停留在初期认识阶段，内容尚不够充实，理论也不完备时，其作用和影响与后来相比都还是十分

有限的。商代和周初贵族统治者的一些政治言论，如《尚书》某些篇所记载的，自然体现了这一观念，不

失为这一观念的具体应用。很明显，作为运用这种观念对历史发展的初次阐释，它们还缺乏完整和系统。

统观中国思想史，可以知道第一次大规模运用这种观念比较系统地叙述和阐释历史的，不是政治文告，不

是治国方略，而恰恰是反映周人创业开国历史的《诗经》史诗和其他有关诗篇。尽管它们采用了诗歌的形

式，但从思想实质上看，却是宗教哲学思想的具体阐发，是神意史观的具体运用。通过这次“实践”，神



意史观再也不是停留在抽象观念的阶段，而进入了政治历史学的领域。一次实践胜过一打理论，在信息不

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运用神意史观阐释历史，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用历史事实来论证理论。因此，正

是通过《诗经》史诗和其他有关诗篇，神意史观的影响才真正迅速扩大并广泛辐射到意识形态各领域。至

此，才可以肯定它真正超越了幼稚阶段而走向成熟。奴隶制时代的早期思想家运用这种观念打通神话与历

史的界限，促使神话历史化，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 

    《诗经》中除《生民》等五篇史诗之外，《商颂》中的几篇作品对神话思想研究来说也很有价值。 

    《商颂》现存五篇：《那》、《烈祖》、《玄鸟》、《长发》和《殷武》，本是商人祭祀先公先王的

颂诗，商亡后，辗转周折，传到殷商后裔宋国贵族手中，经宋大夫正考父加工整理而成。后来收入《诗经》，

即我们现在所见的样子。所以，《商颂》实际是跨时代的产物：既有崇尚暴力，夸耀武功的奴隶制时代的

历史特征，又有“不刚不柔，敷政优优”（《商颂·长发》）的文德思想；既保留了殷商文化所继承的图

腾崇拜和巫术礼仪的余绪，又有符合伦理道德原则和日常经验的理性精神的闪光；而在艺术形式和语言上，

它一反商代言辞的简约和西周文章的涩奥而呈现出一派春秋时代详瞻和明快的文风。所以，说它是综合了

不同时代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的产物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从神话学的角度看，《商颂》与《生民》等史诗相比，除了在思想观念（如天地一气、神人相通、神

话与历史互渗等）上有一致之处以外，还有很大的不同：《生民》等五篇史诗，在总体上神话和历史相衔

接，但在一篇诗歌中，或写神话，如《生民》，或写历史传说，如其他几篇史诗，彼此还是分离的，没有

将神话和历史直接写在一篇之中。《商颂》则不然，在一首诗中使历史与神话直接相接，如《玄鸟》写商

汤开创基业建立商朝却上接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即有娀氏之女简狄吞玄鸟卵而

怀孕生契的神话故事。《长发》叙写和歌颂成汤及历代先王的功德，却从“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及“有

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的神话故事写起。在这些诗篇中，历史与神话直接相接，一贯而下，历史的叙述内

在地体现着宗教观念，外在地与神话直接结合，神话与历史的结合可谓达到了彻里彻外，彻头彻尾的程度。

世界神话史证明“在重要的历史关头，神话也可能现实地载入史册”（注：戴维·利明等《神话学》，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87 页。），商民族始祖的诞生对于商民族来说当然是重要的历史关头，他们

这样写，自有其原因和观念根据。在他们看来，神话可以理解为历史——不是历史的影子，而是历史本身，

历史的源头是神话，人的王国来源于神的王国；神话与历史不过是历史一元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已。前边说

过，人们曾经用各种方法对人类及其意识发展的历史进行概括和解释，《商颂》的作者以诗歌的形式蒙胧

地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 

    在商人看来，历史与神话既然属于同一范畴的发展系列，并且可以融为一体，那么二者当然也就可以

互相转化。《商颂》把玄鸟降而生商当作历史，并且与先王创业的活动直接相接，那么，对于其他神话当

然也可这样处理。至此神话的历史化已经是水到渠成事情了。 

    所以，如果说《诗经》史诗提供了神话历史化的观念基础，那么，《商颂》则可以视为神话历史化的

前奏。种种迹象表明，一场规模浩大的神话历史化思潮如同疾风暴雨即将向中国上古诸神袭来，将他们一

个一个地从天上请下人间的时间已经来临。 

  

(原载《文艺研究》 1994 年 03 期，文中涉及的图表、注释、参考文献、公式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